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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于特殊情况，中国诗歌的世俗化进程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才真正开启。但在历经三

十余年的艰难探求后，诗坛学界对诗歌世俗化仍存有普遍误解和较深成见。鉴于此，文章结合中国当代

诗歌的发展历程，探讨了“世俗化”之于中国诗歌的积极意义，并以“世俗与生命的融通”廓清其与“物

化”、“低俗化”的分界，进一步明确了诗歌世俗化的内涵、原则和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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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与世俗化扭结在一起，并作为重要诗学论题被提出，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韩东、
于坚、李亚伟、周伦佑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充分发挥“莽汉”精神，大胆拆毁诗歌栖身的王谢之堂，将其

逐至寻常百姓家，高扬起“反理想、反文化、反崇高”的世俗化旗帜。即便是在“第三代”的集团化、运动式

写作已宣告失效的 20 世纪 90 年代，诗坛不断为“民间”“知识分子”“个人化写作”刷新的情况下，诗歌的

世俗底色仍未有根本改变。
诗歌向世俗的率先转轨，牵动了其他文体的变革。新写实小说、都市小说、“小女人”散文等无一不以

浓郁的世俗气息而应和着 20 世纪 90 年代市民社会的发达。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场由诗歌领衔发起的、
持续至今的文学世俗化运动中，诗歌的影响力却不断衰弱，它所从事的世俗化实验也遭到普遍质疑。与

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说却借世俗之舟扬帆直上，成为 90 年代乃至新世纪最强势的文体。莫言、王安

忆的世俗化转型更为评论家和读者津津乐道。综而观之，在小说领域，世俗化被普遍赋予激活民间资源、
解构宏大叙事、体现人文情怀的积极意义; 而在诗歌领域，世俗化却更多被理解为，与物质妥协、向欲望投

降、与权力苟和，进而被指认为诗歌没落的根因。持这般论调的，不仅有傍观见审的评论家，也包括一些

喜欢忧心动怒的诗人，就连食指、北岛这样的资深诗人也忍无可忍地同时发声:“现代诗歌承载了太多，以

至于世俗化了”［1］，“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

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2］作为小说强心剂的“世俗化”何以

成为诗歌的致命毒药? 难道诗歌自当绝别于“世俗化”?

一、“世俗化”的缺席、返归与悬置

“世俗化”的概念源起于西方世界。其在资产阶级与宗教势力的长期斗争中被赋予了丰富的现代意

味，通常用来指称人类社会摆脱宗教羁绊，追求民众政治权力和个人幸福权利的过程。在文学层面，“世

俗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非宗教化，二是非贵族化［3］。具体来讲，就是从神坛走向人世、从清规戒律

转向人间烟火、从神学教义趋向现世人生。据此观之，中国文学包括诗歌在内，在进入 20 世纪后，也应显

露出更加浓郁的世俗化色调。首先，“中国人淡于宗教，中国人远于宗教”［4］，在过去的千年历史中，世俗

文化一直暗潮涌动，从《诗经·国风》至《金瓶梅》都不乏世俗化的印记。而及至五四时期，对科学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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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进一步削弱了宗教的影响力，使其对文学已无太大约束。其次，以五四时期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坚

持以“民主”为精神内核，“非贵族化”本就是题中之义; 从平民文学到大众文学再到工农兵文学的演进轨

迹，也确实不断强化着“非贵族”走向。但事实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文学非但没有与世俗化联姻，

反而对它持有强烈敌意。究其主因，当是民族忧患意识的阻隔。晚清以来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使文学

始终没有偏离立国、立人的思想中轴。而真正掌握文学话语权的亦是主张思想启蒙的上层知识分子或致

力于意识形态变革的政治精英。他们以高远宏阔的民族想象在文坛持续不断地掀起激进的理想主义风

潮，日常生活在此狂风巨浪中变得无足轻重，个体的生命欲求和生命体验更是微不足道。虽然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上海在沦陷境遇下，不得不回避启蒙与革命，在世俗化写作中取得一定成绩，但终究是昙花一现，

而且在诗歌领域并无硕果。此后伴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加速推进，文学在形式上愈来愈大众化，但距

离“世俗化”却越来越远。意识形态渐渐填充了宗教真空，威权政治造就了新的贵族权势。所谓的新民歌

运动、“红旗歌谣”以及“小靳庄诗歌”等不过是轰轰烈烈的民间祭拜、政治神话的文学谱写。诗歌以人民

的名义进一步垫高了政治神坛，与“世俗化”相背而行。
幸运的是，此类神话写作在“文革”后伴随意识形态根基的松动而走向衰落，朦胧诗更是在艺术领域

对其发起全面阻击。北岛以“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回答》) ，决绝反抗神性乌托邦; 颇有吴侬软语味道的

舒婷，也用“紫丁香和速写簿，代替了镰刀、冲锋枪和钢钎”( 《群雕》) ，让小资情调荡漾诗篇。向人间下

沉，向世俗化靠拢，这是朦胧诗最初的艺术姿态。一些嗅觉敏锐的批评家，在当时就将舒婷诗作与邓丽君

情歌联系起来，认为都是靡靡之音。以今日观之，二者在世俗气息上倒确有相通之处。不过朦胧诗最终

未被文学史贴上“世俗化”的标签，反倒成为精致高雅的、与知识分子牢牢绑定的艺术标本。其根本原因

就在于，朦胧诗的人间下沉是极不彻底的，它一方面以世俗世界的丰富存在来痛陈意识形态神话的虚妄

和专制，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世俗世界驳杂污秽，无法让纯美诗意栖身。在与政治和世俗的双向对抗中，朦

胧诗将中国当代诗歌从苟合诗学导向抵抗诗学，“当代中国诗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借助于特殊的历

史境遇，它一直将自己编织为一种抵抗的诗歌。”［5］只是当它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或抗争失败时，

抵抗重心就转至世俗一极。顾城常年顶着的白色帽子正是这种态度的象征性体现。他们苦苦追求“在没

有英雄的年代 /我只想做一个人”，但这个“人”所吸吮的是用自由、民主酿制的瑶池玉液，绝然不沾凡夫俗

子的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他们奋力挣脱意识形态幻影，但又坚守着五四时期的启蒙神话，扮演着天使先

知的角色，并为自己提前修造了殉难者雕像。诗歌主人公横亘在“神”与“人”之间，定格为高大完美却毫

无生机可言的英雄石像，可供瞻仰，却无法与之交谈、生活。朦胧诗人亦如唐吉诃德，面对世俗风车，紧张

焦虑，拼死奋战，但却无济于困境纾解。其实，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的民主启蒙后，中国社会迫切

需要的是对民主承诺的兑现，而非标语口号的回旋。然而朦胧诗对于世俗的极力抗拒，则在精神领域严

重阻障了兑现方案的施行，由此成为违约行径的合谋者。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全面溃败，可以视作

违约的代价。

二、“世俗化”: 用生命点化世俗

消解赤色天国，构筑自由圣殿，朦胧诗以及它的余绪继承者厥功至伟。只是这批从“文革”泥淖中顽

强成长的诗人，在斗争思维的惯性支配下，据循进化论的观点，将圣殿置放在了时间链条的未来一端，化

为遥不可及的彼岸: 一个与昨天乃至今日绝然对立又绝对自由完美的诗意世界; 一个没有阴云、没有眼泪

的童话王国。他们雄心勃勃地要用彼岸的春暖花开之境改造此岸的世俗人生。可一旦改造受挫，身心憔

悴的他们就“杀身成仁”飞渡天国，留给诗坛一段段悲剧篇章。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蝌蚪、海子、方向、
戈麦、顾城等一批以彼岸为生命支点的诗人均以极为惨烈的方式辞别人世，制造了“诗人之死”的公共话

题。一时间，“死亡”成为确证诗人之为诗人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让诗作瞬间大放异彩的最有效的手段。
然而更可怕的是，用生命献祭诗坛的病态行为在评论家的导引下最终演变为新一轮的造神运动，“经过精

心的天才策划，他( 海子) 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

亡歌谣和死亡绝唱。”［6］世俗世界伴随“海子神话”“顾城神话”的演绎而被陷入污名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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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第三代诗人的揭竿而起，目的之一就是为“世俗化”正名。无论是爆破大雁塔的历史根

基还是亵渎黄河、嘲讽中文系，他们的真实意图就是要取消彼岸存在，让诗歌降落在世俗的地面。但需注

意的是，第三代诗人在攻克朦胧诗堡垒时，所采用的战术与朦胧诗并无根本差异。只是朦胧诗是以彼岸

拷问此岸，而第三代则倒置为世俗向信仰的挑战。抵抗诗学未因二者的迭代而中断。第三代诗人以笔为

枪，在紧张亢奋的精神状态下主动出战，成功上演了痞子群殴英雄的传奇。可这群决战诗歌江湖的胜利

者，“对运动的热衷高于对写作的内部真正的探究”［7］。他们归落世俗，却无暇也不屑于勘探世俗的深层

结构，世俗生活的庸常情态和角质层常常未经处理就被塞入作品，“现在三个一样的杯子 /两个在桌子上 /
一个在你手里”( 阿吾《三个一样的杯子》) 。彼岸神坛已被拆除，此岸又一片荒芜，诗歌流离失所，自由但

更孤独，喧嚣却难解寂寞，创作人口的扩张无法掩饰艺术精神的贫血。理论大于文本、运动高于创作、破
毁胜于建设的事实，都使第三代诗歌非但无力充分证明诗歌世俗化的合理可行，反倒因泛滥成灾的文字

游戏、荒诞虚无的价值而遭世人指摘。
不过，如就此否定诗歌的世俗化道路，那无异于因噎废食。因为挫败“第三代”的不是“世俗化”本身，

而是“世俗”与“化”的割裂。具体来讲，第三代仍集于世俗表层的物态描写，还没意识到要穿透物质岩层，

汲取隐藏其下的生命情思，这是诗歌呈现“物化”症状的病灶。虽然回归物，已有不言而喻的革命意义; 但

止于物，又对诗歌造成极大伤害。毕竟有别于小说等叙事性文体，诗歌有极强的内视性特征。它的主职

不是描摹事物、记录事态，而是生命情思的开掘与呈现。即便是在世俗化的创作实践中，情思往往与日常

生活粘合在一起的，需要借助具体的事象描摹、场景记录，并运用一些叙事性技法方可准确传达; 但诗歌

真实的关注对象，仍是流淌于事物、事件孔洞中的生命泉源。物的截面、事的片断，须接受生命情思的调

度、组接、化合。如果抽离了生命点化这一必要环节，而直接以世俗入诗，那么“世俗化”就有滑入“物化”
的危险。

有了第三代诗歌的前车之鉴，20 世纪 90 年代及至新世纪的诗歌，将更多精力投放在生命与世俗的结

合部，充盈自在的生命体验往往伴随真切的日常生活细节而自然浮现。而且因生命基质的个体差异 ，诗

人点化世俗的方式、技法、情态上也呈现多元态势，个人化写作随世俗化道路的拓展悄然而至。在此过程

中，生命体验更为细腻、对日常生活也更为关注的女性诗人表现尤为抢眼。尹丽川在 2003 年写就的《时

光》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削得尖尖的花铅笔 /用凸的橡皮，或一把 /咬出牙印儿的三角尺 /就能让我坐回 /夏日清凉的教室 /胳
臂粘在课桌上 /留下两枚月牙儿形的汗渍 /老师在黑板上写字 /白的的确凉衬衫隐隐透现 /两根细细的胸

罩带子 /我扭头望见窗外 /操场上灰尘 /被阳光晒得发烫 /白杨树被风吹得哗哗响 /我拎着一捆大葱 /站在

人声鼎沸的市场 /和学校隔了一堵墙 /身边的爱人怀抱芹菜和鲜花 /半只粉色的塑料凉鞋埋在土里 /我望

见空无一人的操场 /白杨树被风吹得哗哗响”
借助回忆，诗人将线性“时光”折成一墙之隔的两个世俗空间: 青春校园与凡俗生活。墙内的青春由

“铅笔”“三角尺”和“黑板”构成。它们卑微而又耐心地看着“我”一日日褪去青涩，目送“我”在某一天毅

然决然地走出校门。在自己全无察觉中，青春就已宣告结束，生命悄然滑入了由“大葱”“芹菜”填充的另

一段时光。生命的磨蚀，时光的流逝，很少以惊天动地的事件或气吞山河的宣言来标明自己的进度。它

总是漫不经心地更换一些早已为你熟悉甚至腻烦的物件。直到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批物件都已永久

下架，封存在一个你永远无法返回的时光收纳箱。只有通过回忆，你才能确认曾经拥有它们、拥有一段为

它们所见证的生命段落。韶华易逝、物是人非，生命的美丽就在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绽放、凋零。如能

平心静气地凝视世俗，而不一味地仰望天空、眺望未来，你就会发现今日“芹菜和鲜花”的搭配同样多情动

人，与当年校园里的“课桌”“操场”“白杨树”一样富有诗意。因生命流转其间，日常生活化作了最真实、
最永恒、最美丽的人生图景。

这般自然平和的叙述语调，是很难在朦胧诗中发现的，就在第三代诗作中也不多见。如不放弃此岸

与彼岸的交锋，如不与世俗达成真诚谅解，如不用自我生命润泽日常生活的每一细节、每一物件，孕生此

般作品是难以想象的。它不仅珍重生命此在，而且尊重滋养生命此在的一切事物。在生命与世俗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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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中，诗歌世俗化得到一次成功践行。虽然它可能会矮化诗歌主体，缺少振衰起弊、力挽狂澜的英雄壮

士; 也可能加速诗歌精神的钙质流失，没有明确的道德教化和政治宣讲。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倒退、堕

落。须知，在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构架中，任何合法的观念学说、理想信仰都应以尊重生命、尊重人性为

前提，并于“此岸”建设有着积极意义。而诗歌世俗化所从事的，正是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去探求、彰显生命

之本真、人性之繁复。它将诗歌主体从各类崇高抽象的定义中抽离出来，抛向世俗人间，在感官与物的摩

擦碰撞中，呈现出一个个未经定义、有着无限可能的生命体。在此基础上，它用不同的生命体验去校验、
扩展、完善现代文明理念和世俗生存秩序，求取人性最大程度的丰富多元与完满自由。于此仍可取尹丽

川的《妈妈》作一例证。
诗作以女儿对“妈妈”追问开始，“妈妈，十三岁时我问 /活着为什么你。 /看你上大学 /我上了大学，妈

妈 /你活着为什么又?”简单的对话，包含了对女性生命意义的深层探询。作为“我”的审视对象，妈妈在成

为“妈妈”后，就将她的女性全部转化为母性。她禁锢了自己的生命欲望，把所有精力和希望都投放、寄托

在“我”的身上，“你曾那么的美丽，直到生下了我 /自从我认识你，你不再水性杨花”。东方母爱的献身精

神在妈妈身上已成本能，她毫无怨言地掏空自己的生命根基，为子辈的生命大厦添砖加瓦，不惜沦为“空

虚的老太太 /一把废弃的扇。”
表面看来，妈妈提着菜蓝，终日为生计奔波，在俗世凡尘中苦苦挣扎，无疑是站立在此岸的; 但事实

上，成为“妈妈”之后，她就已移居彼岸，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建立在由她设定的子辈的未来那里。为成就这

一理想，她将自我生命从世俗生活中强行剥离出来，毫无保留地捐给了子辈并不一定认同的明天。这令

“我”恐惧不已。因为若干年后，与妈妈有着“相似的身体”的“我”也会成为“妈妈”。难道“我”也要接力

这场取消生命、为彼岸而生的人生苦役吗? 难道这就是生为女人必须经历的生命轨迹吗? “这样做值得

吗”? 这样的质询，似乎是鲁迅所曾援引的阿尔跋志夫的言谈的回响，你将黄金世界预约给子孙，可有什

么给自己呢? 如果一代代如此轮回，那黄金世界恐怕正是人间地狱吧?

“我”不愿为彼岸的承诺放弃现世的欢愉，也不愿为母亲的神圣让渡女性的身躯，“我”要固守世俗。
虽然你我仍靠血缘维系着母女关系，但实际上早已分居两岸，形同陌路，“妈妈，还有谁比你更陌生”。延

续千年的母爱神话在这场看似平静的漫谈絮语中被解构。“我”要卸掉强加在“妈妈”身上的各类政治寓

言、道德枷锁。从此她不再服从任何符号概念的界定，而听凭生命感召，畅游世俗人间。她不再是圣徒、
也不是囚徒，她独立自由地驾驭着生命风帆。立足女性生命，“我”在世俗此岸大胆改写了“妈妈”的定义。

不难看出，诗歌世俗化的实验者，大都放弃了对宏大理想的追随，而更珍视当下的、日常生活中的自

我生命体验。不过他们不会由此全然接受世俗的既有形态，恰恰相反，世俗往往是他们批判改造的对象。
因为诗歌世俗化须由三步来完成: 第一，归落世俗，重新恢复词与物的链接; 第二，在词与物的对话中复原

生命本真; 第三，在生命版图上重新衡定物之价值、调整物的秩序。由物至生命，再至革新世俗，诗歌在世

俗化旅途中携带了丰富的变革因子。虽然它仅发生在艺术领域，且延展于日常生活层面，但却能以生命

内质的深入开掘而为世俗景观的变构提供有力支点。在此意义上，诗歌的先锋姿态将随“世俗化”的持续

推进而长久保持。

三、肉体: 与低俗抗争的世俗样本

如前所言，将世俗直接导入诗歌的粗野行为，在“第三代”之后遭到诗界的严厉批评。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的诗歌苦练点化之功，深入钻探生命与世俗的结合部，创造了一批优秀文本。不过与此相伴，肩负着

承载生命、触摸世俗使命的肉体，在诗坛大量涌现。以沈浩波、尹丽川等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更是声称

要用下半身反对上半身，将肉体重新请入诗歌现场，“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我们的体验返

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7］应该说，在寡欲绝情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文学，尤

其是有着贵族色彩的诗歌会刻意回避两性。即便在进入五四时期，“性”已成为人性解放、个性张扬的一

面旗帜之后，作家诗人所注重的仍是它对社会政治、精神文化的象征意味。那种纯然的官能层面的刺激

迷醉，只曾在邵洵美等可数的几位诗人那里隐约闪现。不过肉体的长期缺席似乎并没有给中国作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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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创作带来太多困难。对于生长在彼岸的神话写作来说，肉体即“臭皮囊”，基于肉体而生成的生命体

验亦是不洁的，要严防这些污秽之物侵入艺术圣地。在绵长而强大的非性文化传统面前，“下半身”对肉

体的大胆召唤，首先在题材内容上就是惊世骇俗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肉体必须寄身世俗此岸，对肉体

的突出强调，极有可能是以此岸代替彼岸的一种革命方式。它所带来的生命支点的转移，或将引发或推

动社会秩序、价值观念的变革。在前边分析的《妈妈》一诗中，尹丽川就以拥有美妙肉体和蓬勃生命欲望

的女性生命形态颠覆了传统的“妈妈”形象。肉体的革命意义于此可见一斑。不能不说，肉体之于个体生

命和世俗生活均有较强的粘合性。借肉体书写来推进诗歌世俗化，不失为一种机智、有效的做法。
但当肉体书写在新世纪诗坛大面积推广后，笔者却发现它与“世俗化”的预期大相径庭: 脐下三寸成

为诗歌大本营，欲望冲动占据生命的全部领地，精神道德被严重挤压脱落。此般景况，确实败坏了许多读

者、评论家的胃口。主张将肉体书写划入低俗化写作的呼声也一直此起彼伏。从“世俗化”坠入“低俗

化”，肉体书写的倾覆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必须承认肉体是生命的重要载体，蕴藏其间的欲望亦是蓬勃生命力的体现。不少绽放诗苑的欲

望之花，乍看有违道德伦理，但在事实上却包含了更高层次的生命意识以及确认主体身份的精神指向。
如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女性主义诗人就常常以女性欲望的喷涌来对抗男权施予的物化想象，并努力在女

性生理结构基础上去构造女性独有的生命意象和话语方式。此般书写自当属于世俗化范畴。即或与道

德边界有些摩擦，也应尽可能地宽容待之。因为现代文明一方面要以更为完善严密的道德伦理体系去维

护公共空间秩序，但另一方面又要努力给予个体生命欲求以更大程度的肯定和满足。它须以巨大的张

力，去覆盖、去协调这两极的无限延伸，避免用一极否定另一极。同理，以现代文明为生成背景的诗歌世

俗化，也须让个体生命与世俗人生相互融通、彼此扩展，不能因某些冲突的发生，就在肉体上草率贴上“低

俗”的标签。
但这种宽容，须以肉体与生命的有机结合为前提。如果肉体书写只关乎生理，而无关于生命，不能阐

发出更为丰富的情思内涵，不具备超越世俗、革新世俗的能力，那么，肉体书写即已坠入低俗深渊。正如

丸山真男在批评日本肉体文学时所言: “精神不能从感性的自然———所谓自然当然包括人的身体———中

分化独立出来”，“作家的精神紧贴着感性的( 自然的) 所与物，想象力缺少真正的自由的飞翔”［8］。肉体

乃生命的存贮器，诗人可借它探取和窥测生命的隐秘形态; 但若以肉体代替生命，那就是买椟还珠、本末

倒置了。可放眼当下诗坛，缺乏飞翔能力的、封闭于感官感受的生理性诗歌仍然比比皆是。南人的《吃冰

棍的女人》、伊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沈浩波的《一把好乳》等，无一不以极为粗鄙的语言去摹写

性事，肆意挥洒情欲。它们从肉体开始，到欲望终结，个体生命被固化为一种本能冲动。诗歌不再是生命

的飞翔，而是力比多的释放。在这个时候，必须及时地对它做出“低俗化”的判定。肉体生长在世俗化与

低俗化的交叉地带，当向生命敞开时，它就迈向前者; 当封闭于欲望时，它就倒向后者。作为世俗物态的

典型，肉体书写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诗歌世俗化整体。此原则不妨化用周伦佑诗句“深入老虎

而不被老虎吃掉 /进入石头而不成为石头 /穿过燃烧的荆棘而依然故我”( 《石头构图的境况》) 而作再一

次的佐证。置身世俗而不为世俗同化，扎根肉体而不为肉体吞噬 ，穿越琐屑日常生活而飞翔依旧。

四、结 语

在宗教神权与政治威权不断被消解的祛魅时代里，诗歌本应与其他文体平等享有世俗化的权利，并

在精神上、艺术上不断深化完善它。但须警醒的是，世俗化只是诗歌发展的重要路向之一，而不是全部。
那些游走在世俗化之外的神性追随者、历史深掘者、山水守护者，甚至道德捍卫者都有权继续吟唱，合奏

诗坛多声部。同时，在世俗化道路上，诗歌还须尊重自身的文体特性，不能照搬小说的套路模式、不加辨

识地吸纳叙事因子。文体差异，所涉及的不单是题材内容或外在形式，还关乎思维方式、审美要求、写作

技艺等方面的区别。诗歌可以像叙事性文体一样关注事实和现实，但最终一定要返归内心的真实、抵至

更为纯粹独立的精神存在。即便将“形而下”的肉体、情欲纳入诗歌的关注对象，也不能陷入“诗到肉体为

止”的泥淖，而要用灵魂窥视肉体、用肉体察知灵魂。总之，在健康多元的诗歌生态中，世俗化代表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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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生命力的写作可能。当其合法地位遭压制、取消时，人们应努力为其正名，让它浮出地表，名正言顺

地展开诗学探索和诗歌实践; 但又不能据此而讳言“世俗化”所存在的缺失和误区，当然更不能将“世俗

化”视作衡定诗歌优劣高低的惟一标尺。在诗歌的民主城邦中，“世俗化”有权获得合法的公民身份，在日

后也有可能成长为重要的建设者或领导者，但绝不允许成为唯我独尊、一统天下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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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tigma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Secularization of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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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ularization of Chinese poetry，due to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actually began as late as the
1980s． However，after the difficult exploration of more than thirty years，the widespread misunderstandings and
deep prejudices over the secularization of poetry still exist among the poetry world and academic circle． Hence
the paper，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explores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secularization on the Chinese poetry． While distinguishing secularization from“materialization”
and“vulgarization”with the“fusion of secularization and life”，it further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s，principles
and basic directions of poetic sec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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